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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公安派是晚明诗坛的一个重要流派，公安“三袁”的人生态度、价值观念、审美情趣和文学观 

点，为晚明诗人的文化人格和审美品格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。他们思想上追慕“心学”，蹈袭“狂禅”，崇尚 

自由；行为上既放荡不羁，追求适意，蔑视科举，又汲汲功名，践行政治理想。在诗歌创作上倡导反复古和 

“独抒性灵”，追求真情、淡雅、发展变化和不拘格套。他们独特的思想行为、理论主张、创作心态和诗风特 

征，正是 万历以来政治影响、社会 变化 、思想动 荡和文学走向的一个典型折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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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派基本上是一个活跃于万历时期的诗歌流 

派，此时政治上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二：一是万历初年， 

由于张居正改革，诗人们一方面看到了希望，对国家前 

途和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；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 

思想高压和言论堵塞，心境依旧在希望和绝望中徘徊。 

二是张居正去世后，曾一度出现思想开放、言论自由的 

局面，但言官与内阁辅臣的严重对立，清议蔚起，党争 

激烈，使心境失落的晚明诗人陷入了更深层的人生悲 

哀。当时，万历皇帝厌倦了你争我夺的口水战，藏入后 

宫，不理朝政，生活荒淫无度，“行政之事可无，敛财之 

事无奇不有o~I[1jg94万历的荒唐行径导致国库储备被挥 

霍一空，当政者转而压榨农民与工商业者，造成经济萧 

条、民生凋敝，社会矛盾白热化。再加宦官势力抬头， 

贪官酷吏也乘机搜刮民脂民膏，鱼肉百姓，其中臭名昭 

著者如税官之流。正如袁中道在其《赵大司马传略》中 

所言： 

水陆诛盈，搜肉见骨。下至鸡豚蔬果之属 ，皆 

遭攘夺。富民以资雄者，税官即奏记奉，某邑某富 

民琢墓地生金可采，当如 旨掘伐。富民惧，倾家入 

资赂税官，乃得罢。⋯⋯诸税官缘引日益多，民坊 

酒食，皆不敢征钱。浆酒霍肉，占歌舞妓，或强淫 

民子女，甚有污儒生妻 ，而摔儒生几死者。民皆怨 

恨 思乱 。 

面对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时代，部分士人处则不 

甘、出则无路，既不能上报朝廷、下安黎庶，又不甘隐居 

山林、碌碌无为。他们或聚而讲学、或清议时政，在狂 

放不羁中恣意挥霍生命，其表面的无所顾忌、自我自适 

和麻木不仁，实际上是其内心深处痛苦与压抑的流露， 

其恨之切源于爱之深。以“三袁”为首的公安派就是在 

如此情境下登上了历史舞台，体验人生况味，展露文学 

才华，经历了从万历到天启的数十年时间。在诗史发 

展的长河中虽如昙花一现，却也值得关注。 
一

、公安派的形成与主要活动 

公安派是一个由有着共同志趣和理想的文人们组 

成的文人集团，其形成之初的主要组织方式是文人结 

社。何宗美详细考订 了公安派结社的具体情况，他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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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安派结社的兴衰演变及其影响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公安 

派结社始于万历八年，讫于天启初，前后持续 4O余年， 

共达 37例之多，即使其中有个别相重的现象，除其重 

者也将超过 30例。”口]足见其社集次数之多，影响之 

大。贾宗普《公安派成员考》初步考订公安派成员有45 

人之多n]，很显然其成员实际人数应当不止这个数字。 

刘大杰先生认为，到了晚明，“反拟古主义的力量扩大 

了，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运动，领导这一运动的，主要 

是公安派o-[51918这一认识，符合公安派发展的历史 

事实。 

公安袁氏实有兄弟五人，除文学史上常说的“三 

袁”外，尚有两位庶出的兄弟。由于父亲早逝，作为长 

子的袁宗道便担当起了父亲的角色，成为其他兄弟幼 

时的依靠与偶像。另外，公安“三袁”多受其舅家龚氏 

的影响，龚氏家族不仅人才辈出，科场扬名，甚至不乏 

官运亨通者，龚氏对“三袁”的成长影响深远。袁宗道 

科场扬名、官场显贵，更兼诗文俱佳，无疑是公安派初 

期的标志性人物。钱谦益云：“公安一派，实自伯修发 

之。”r6]5 明确指出袁宗道在公安派中的重要作用。朱 

彝尊也认为：“言作俑者，孰谓非伯修也耶?⋯⋯自袁 

伯修出，服习香山、眉山之结撰，首以‘白苏’名斋，既导 

其源，中郎、小修继之益扬其波，由是公安派盛行。”[7J4。 

可见，袁宗道以其思想和社会地位影响了初期的公安 

派，在公安派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。当时，在宗道 

周围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诗文之士，其顿悟见性之 

说也启迪了宏道、中道、黄辉、陶望龄等人。据袁中道 

《石浦先生传》可知，宗道属于早慧之人：“先生生而慧 

甚，十岁能诗，十二列校”，“二十举于乡”；而其“十二列 

校”时即慷慨陈志：“吾终当俎豆其问”，后来果应其愿。 

在其乡试中举后，“益喜读先秦、两汉之书。是时，济 

南、琅琊之集盛行，先生一阅，悉能熟诵。甫一操觚，即 

肖其语。弱冠，已有集，自谓此生 当以文章名世 

矣。”[2]7∞可见，宗道当初也是熟知前后七子的创作路 

数 ，后来才在思想上倾向阳明心学并以反复古为 旨归。 

任访秋先生曾明确指出：“伯修有论文两篇，作的年月 

虽不可考，但大体看来比中郎的反李、王的一些文字要 

产生得早，因为伯修文中是粗枝大叶的来抨击复古派 

的错谬，不如中郎的深入彻底，倘若中郎的反复古派的 
一 些文字已出现，像伯修这类作品大可不必再作 

了。”_8】2 钱伯诚先生的《白苏斋类集前言》也表达了相 

近的观点：“《论文》上下篇没有著明写作时间，但可以 

相信当在中郎立论之前。”[9]。不难看出，公安派提出反 

对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，宗道的首倡之功毋庸置疑。 

公安派形成之后的频繁社集活动是公安派存在 

和发展的支柱。万历二十七年(1599)，“三袁”、黄辉、潘 

士藻诸公倡议，苏惟霖、刘 日升、顾天竣、李腾芳、吴用 

先、陶望龄等人在京城崇国寺的葡萄园结社论学，号葡 

萄社。秦京、谢于楚、钟起凤、黄炜、谢肇涮等数十人先 

后被延入社中。同年，公安派诸人又集显灵宫，诗酒唱 

和，评议时政，声势浩大。他们标榜“异学”，绝非空谈 

性理，而是关注时事，有着浓烈的“清议”味道。中郎诗 

《显灵宫集诸公，以城市山林为韵》其二云： 

野花遮眼酒沾涕，塞耳愁听新朝事。邸报束 

作一筐灰，朝衣典与栽花市。新诗日日千余言，诗 

中无一忧民字。旁人道我真聩聩，口不能答指 山 

翠。自从老杜得诗名，忧君爱国成儿戏!言既无 

庸默不可，阮家那得不沉醉?眼底浓浓一杯春，恸 

于洛阳年少泪。Do] 

此诗记录了他们集会时的“清议”盛况。毫无疑 

问，这种以狂狷姿态抨击时政的行为与东林诸君子之 

讲学别无二致，由“异学”思想而“清议”时政，引起了为 

政者的恐慌和不满，遂酿成祸端，终于导致了万历二十 

九年势头凶猛的京都攻禅事件。攻禅事件以捕拘年逾 

七十的李贽和达观禅师，并导致卓吾惨死狱中而终结。 

这一事件也给思想渐趋开放的文人们 当头棒喝，直接 

扼杀了公安派的继续发展，加速了它的衰落。陶望龄 

《辛丑人都寄君爽弟书》云：“此间诸人日以攻禅逐僧为 

风力名行，吾辈虽不挂名弹章，实在逐中矣。一二同志 

皆相约携手而去。”[11] 很显然，此次攻禅事件不仅仅 

是针对李贽或达观等个别学者。陶望龄后来在《与周 

海门先生》中还回忆说：“此间旧有学会，赵太常、黄宫 

庶、左柱史主之，王大行继至，颇称济济!而旁观者指 

目为异学，深见忌嫉。然不虞此祸乃发于卓老也!七 

十六岁衰病之身，重罹逮系，烦冤自决，何痛如之!”又 

云：“客岁之事(指李贽死难)，吾党 自当任其咎。”[1l_ ∞ 

按照陶望龄的说法，公安派的讲学早已被一些人“深见 

忌疾”，李贽不过是偶然的直接受害者。当然，攻禅事 

件引起了公安派的恐慌与困惑，陶望龄在《辛丑入都寄 

君爽弟书》中还说：“卓老之学，似佛似魔，吾辈所不能 

定。”̈1I]蛇。并认为李贽之死是出于“多口好奇，遂构此 

祸”。他在《与周海门先生》一文中呼吁士人应走“韬 

晦”之路，远离狂狷之风：“弟意著书立言，凡以砭世，不 

宜惊以奇特，令之龃龊而突人三帝。”[11] ∞就连袁宏道 

也一改往 日狂狷之风，主张学者应“韬光敛迹”，万历三 



十二年他在《德山麈谈》中说：“学道人须是韬光敛迹， 

勿露锋芒，故日潜日密。若逞才华，求名誉，此正道之 

所忌。夫龙不隐鳞，凤不藏羽，网罗高张，去将安所? 

此才士之通患，学者尤宜痛戒。”[1。_ 卵这显然是李贽之 

死引起的文人畏祸自保心理的体现，这种心态自然导 

致了公安派成员的大量消减和社集活动的骤减。 

万历三十年之后，公安派主要成员相继离世：如江 

盈科卒于万历三十三年，寿五十三；陶望龄卒于万历三 

十七年，寿四十八 ；袁宏道卒于万历三十八年 ，寿四十 

三；黄辉卒于万历四十年，寿五十八，骨干成员仅余袁 

中道一人。中道在《书名公便面册》中悲伤地写道：“庚 

子以后，伯修去世，友人相继或逝或隐，去年复失中郎。 

寒雁一影，飘零天末，此中萧飒，岂可言喻。”L2j8韶这些骨 

干成员的纷纷离世，尤其是宗道和宏道相继去世后，尽 

管还有中道勉力坚持公安派的主张，但毕竟独木难支， 

他既不能吸引新成员的加入，又无法以一己之力扭转 

乾坤，公安派走向衰落的颓势已无法挽回，退出历史舞 

台的结局也无法避免。 

二、公安派诗学主张的产生背景与要旨 

公安派诗歌思想的形成深受阳明学派的影响。公 

安派成员尊崇王阳明，视王龙溪与罗汝芳等人为阳明 

心学的真传，以“二溪”为精神导师，并以此为傲。袁中 

道在《答左心源御史》中曾云：“自谓于龙溪、近溪之脉， 

可以滴血相证。即不敢谓廓清涤荡之功便同前辈，而 

觉此一路，至平至淡，至简至易o~[21986又在《寄中郎》中 

赞叹道： 

日在斋中，猢狲子奔腾之甚，一 El忽然斩断， 

快 不可言。偶 阅阳明 、龙 、近二 溪诸说 话 ，一 一如 

从 自己肺腑流出，方知一向见不亲切 ，所以时起时 

倒。顿悟本体一切情念，自然如莲花不着水，驰求 

不歇而自歇，真庆幸不可言也。自笑一二十年间， 

虽知有此道，毕竟于此见在一念，不能承当，所以 

全不受用oE23988 

中道认为王阳明及“二溪”之说均发自肺腑，其顿 

悟本体之说似乎为公安派指明了精神方向，并与“独抒 

性灵，不拘格套”之说形成了某种契合。另外，黄卓越 

先生对公安派思想追根溯源，认为袁氏兄弟的主要思 

想源自心学倡导者的李贽和焦 ，而袁宏道甚至被目 

为李贽思想的传人。黄先生说：“第一代即王阳明本 

人，第二代领袖为王畿、王艮，第三代为徐樾、王襞、王 

栋、颜钧、赵贞吉等，第四代为罗汝芳、耿定向、何心隐 

等，第五代为杨起元、周汝登、李贽、焦 、管志道 

等。”_1 考察晚明文学思潮发展的轨迹，我们必须承认 

一 个基本的史实：是“唐宋派”向复古派发起了第一次 

冲击，是以徐渭、汤显祖为代表的“主情”文人向复古派 

发起了第二次冲击。而无论是哪一次冲击，均与心学 

领袖或佛教高僧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

公安派的诗学主张当以袁宏道的“性灵”说最具代 

表性。宏道在宗道反复古主张的基础上，对“性灵”概 

念进一步阐释，概括发展了这一理论，进而使“性灵”语 

汇逐渐成为袁宏道文学思想的一种标志性概念 ，也被 

世人广泛承认。如果说《论文》的写作标志着袁宗道反 

复古思想的成熟的话，那么《叙小修诗》的推出则是袁 

宏道正式扯起“性灵”大旗的标志。在《叙小修诗》中袁 

宏道明确提出了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，非从自己胸臆 

流出，不肯下笔”[1。_ 的著名观点。宏道《叙梅子马王 

程稿》又说：“诗道之秽，未有如今日者。其高者为格套 

所缚，如杀翮之鸟，欲飞不得；而其卑者，剽窃影响，若 

老妪之傅粉；其能独抒己见，信心而言，寄口于腕者，余 

所见盖无几也。”[10] 鲫他认为，诗人之间应该相互尊重 

彼此不同的个性与诗风，而不该文人相轻、彼此诽谤， 

文人相轻是阻碍文学发展的陋习。《识张幼于箴铭后》 

又通过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地说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

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，不应该因彼此不同而相互讥诮， 

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“这一个”。这显示了 

公安派对作为个体的“人”的尊重，对人的个性与不同 

创造力的推崇。此文写道 ： 

余观古今士君子，如相如窃卓，方朔俳优，中 

郎醉龙，阮籍母丧酒肉不绝口，若此类者，皆世之 

所谓放达人也。又如御前数马，省 中秘树，不冠入 

厕，自以为罪，若此类者，皆世之所谓慎 密人也。 

两种若冰炭不相入，吾辈宜何居?袁子 日：“两者 

不相 肖也，亦不相笑也，各任其性耳。性之所安， 

殆不可强，率性而行，是谓真人。”L10]̈。 

公安派是反对复古的，三袁中尤以宏道最为猛烈。 

袁宏道在读了友人丘长孺的诗后，曾明确指出一代有 

一 代之作家，一代又有一代之文体，模拟因袭就意味着 

倒退。如《丘长孺》即云： 

唐自有诗也，不必《选》体也；初、盛、中、晚 自 

有诗也，不必初、盛也。李、杜、王、岑、钱、刘，下迨 

元、白、卢、郑，各自有诗也，不必李、杜也。赵宋亦 

然。陈、欧、苏、黄诸人，有一字袭唐者乎?又有一 

字相袭者乎?至其不能为唐，殆是气运使然，犹唐 

之不能为《选》，《选》之不能为汉、魏耳。今之君 



 

子，乃欲概天下而唐之，又且以不唐病宋。夫既以 

不唐 病宋矣 ，何不 以不《选 》病唐 ，不汉、魏病《选》， 

不《三百篇》病汉，不结绳鸟迹病《三百篇》耶?果 

尔，反不如一张白纸，诗灯一派，扫土而尽矣。夫 

诗之气，一代减一代，故古也厚今也薄。诗之奇之 

妙之工之无所不极，一代盛一代，故古有不尽之 

情，今 无 不 写之 景。然 则 古何 必 高，今 何 必 

卑哉![ ] 

袁中道也继承了其兄的诗歌主张，强烈地反对复 

古和模拟剽窃，提倡诗歌创作应力求诗人真性情，不拘 

格套，打破一切束缚诗人个性的条条框框。他曾在《解 

脱集序》中称赞袁宏道主张的“造物天然，色色皆新”， 

对拟古主义思潮进行猛烈批评： 

夫文章之道，本无今昔，但精光不磨，自可垂 

后。唐、宋于今，代有宗匠。降及弘、嘉之间，有播 

绅先生倡言复古，用以救近代固陋繁芜之习，未为 

不可。而剿袭格套，遂成弊端。后有朝官，递为标 

榜，不求意味，惟仿字句，执议甚狭，立论多矜。后 

生寡识，互相效尤。如人身怀重宝，有借观者，代 

之以块。黄茅百苇，遂遍天下。[2]4 

中道虽然是坚定的反复古主义者，但他并没有全 

盘否定古人的一切，其《珂雪斋前集自序》将古人与今 

人进行比较，认为：“今者虽有制作，率尔成章，如兔起 

鹘落，决河放溜，发挥有余、淘炼无功。”L2]1。他能客观地 

评价自己与古人作品之优劣，这无疑是对公安派“率性 

而为”、“任意而发”弊端的纠正。同时，他还强调要学 

习古人之精神，而非拘泥于字模句仿的因袭，一味地在 

形式上模仿，形成不了自己的创作风格，这种主张与其 

后的竟陵派极为相似，也是袁中道诗歌主张发生转折 

的体现。 

袁宗道在探究明代文坛发展轨迹时，还深刻反思 

盲目的、形式主义的复古所带来的弊端，进而针锋相对 

地提出了“文贵立本”的创作主张，认为“运才之本”在 

于诗人自己的宏远博识，“立本”就是主张诗歌要有独 

特的思想内容，这种诗学思维也是晚明实学思潮萌动 

的体现。他在《士先器识而后文艺》一文中写道： 

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，有运才之本存焉。 

⋯ ⋯ 本不立者，何也?其器诚狭，其识诚卑也。故 

君子者，口不言文艺，而先植其本。⋯⋯其器若万 

斛之舟，无所不载也；若乔岳之屹立，莫撼莫震也； 

若大海之吐纳百川，弗涸弗盈也。⋯⋯信乎器识 

文艺，表里相须，而器识狷薄者，即文艺并失之矣。 

虽然，器识先矣，而识尤要焉。盖识不宏远者，其 

器必且浮浅；而包罗一世之襟度，因赖有昭晰六合 

之识见也。【9]9 

文章强调了“器识”的重要性，即先要有一种思想作为 

文艺创作的立足之本，才能形成诗人宏远博识的气度， 

“器识”是诗人“运才”创作的前提。在著名的《论文下》 

中，宗道更详细地阐述了这种观点 ： 

有一派学问，则酿出一种意见。有一种意见， 

则创出一般言语。无意见则虚浮，虚浮则雷同矣。 

故大喜者必绝倒，大哀者必号痛，大怒者必叫吼动 

地，发上指冠。惟戏场中人，心中本无可喜事，而 

欲强笑；亦无可哀事，而欲强哭。其势不得不假借 

模拟耳。今之文士，浮浮泛泛，原不曾的然做一项 

学问，叩其胸中，亦茫然不曾具一丝意见，徒见古 

人有立言不朽之说，又见前辈有能诗能文之名，亦 

欲搦管伸纸，入此行市；连篇累牍，图人称扬。[。l28 

他批评了当时文人连篇累牍以求声誉的浮躁行 

为，认为有一派学问便有一派意见，有一派意见便能创 

出一派语言，强调诗文的语言风格出自作者心中的学 

问，其观点虽有失偏颇 ，但亦不无道理。他在《论文下》 

中又说：“沧溟强赖古人无理，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， 

何说乎?此一时遁辞，聊以解一二识者模拟之嘲，而不 

知其流毒后学，使人狂醉，至于今不可解喻也。然其病 

源则不在模拟，而在无识。”_9]2 在袁宗道看来，李攀 

龙、王世贞等七子派领袖人物盲目拟古复古的根本原 

因在于“无识”。 

对诗歌“真”的追求是公安派反复古的另一审美观 

念。要求诗人做“真人”，诗歌发“真声”。力求“独抒性 

灵”是公安派求“真”的具体体现。袁宏道曾以此劝导 

袁中道，希望他不宗法汉魏，不学步盛唐，而能够任性 

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。其《叙小修诗》云： 

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《擘破玉》、《打草竿》之 

类，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，故多真声，不效颦于 

汉、魏，不学步于盛唐，任性而发，尚能通于人之喜 

怒哀乐嗜好情欲，是可喜也。l10] 

在《冯琢庵师》一文中，袁宏道也进一步重申“宁今宁 

俗”，也不要从人脚跟的观点。他说： 

宏实不才，无能供役作者。独谬谓古人诗文， 

各出己见，决不肯从人脚跟转，以故宁今宁俗，不 

肯拾人一字。[ ]78l 。 

为追求“真人”、“真声”、“真性情”的理想人生与诗歌境 

界，袁宏道内心充满了对仕途的厌倦，以致他在出仕与 



致仕的矛盾中身心俱疲。其在吴县知县令所作《兰泽、 

云泽叔》云： 

聚首村中，一樽一杓，便足自快，身非木石，安 

能长 日折腰俯首，去所好而从所恶?语语 实际，一 

字非迂，若复不信 ，请看来春吴县堂上，尚有袁知 

县脚迹否?[1o] 

公安派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派别，除主张“求真”外， 

亦主张“求变”，主张诗文应该“守其必不可变者，而变 

其可变者。”他们敏锐地感觉到“求变”才是一个诗文流 

派的发展出路，强调文章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 

变化。袁中道《花雪赋引》写道 ： 

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，有作始，自有末流； 

有末流，还有作始。其变也，皆若有气行乎其间。 

创为变者，与受变者，皆不及知。是故性情之发， 

无所不吐，其势必互异 而趋俚。趋于俚 ，又将 变 

矣。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，法律之持， 

无所不柬，其势必互同而趋浮。趋于浮，又将 变 

矣。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。夫昔之繁 

芜，有持法律者救之；今之剽窃，又将有主性情者 

救之矣。此必变之势也。L2_I4 

袁宏道《江进之》亦云： 

世道既变，文亦因之，今之不必摹古者也，亦 

势也。⋯⋯人事物态，有时而更，乡语方言，有时 

而 易，事 今 日之 事，则 亦 文 今 日之 文 而 

已矣 。[ 。] 一 

他认为诗歌不必模仿前代，既然时代是发展变化的，那 

么诗歌创作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否则，只有死 

路一条。 

“求真”是公安派诗歌主张的根本，它要求诗人在 

诗文创作中“独抒性灵”、“不拘格套”，打破一切束缚诗 

人抒发真性情的形式藩篱。在那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 

代，公安派要求诗文创作撇开门户之见，是其兼收并蓄 

“求变”精神的具体体现。 

三、蔑视科举的表象与汲汲功名的内心 

从现有资料来看，公安派的很多成员都不止一次 

地表示过对功名富贵的蔑视，对自由洒脱生活的向往， 

但在他们不厌其烦地表达轻视科举想法的表象下，正 

是那一颗颗难以掩盖的热衷功名之心。这要从袁氏改 

姓谈起。 

公安袁氏其实非公安本地人，据《袁氏族谱》载： 

“公安之有袁氏也，出于江西丰城之元氏。”公安袁氏在 

明初是江西丰城人，原姓“元”，非姓“袁”。公安袁氏姓 

“袁”，始于袁宗道。对于中国人而言，改姓是一件了不 

得的大事，由“元”到“袁”的姓氏改变颇具传 奇色彩。 

据康熙《公安县志》卷十一《袁宗道传》载：“公本姓元， 

讳宗道，⋯⋯年十二应童子试，督学金公一见奇之，日： 

‘子当大魁天下，但姓同胜国(元朝)号，恐不利首榜，吾 

为子更之。’遂易‘元’为‘袁’。”_1 袁宗道应童子试为明 

隆庆五年(1571)，三袁之父袁士瑜尚在世 ，他一生才名 

卓著却困顿科场，显然是赞同改姓的。而袁氏子孙对 

此次改姓并不以为耻，因为此后袁氏家门科名大显。 

袁士瑜十五岁应童子试，名列榜首，一举成名，此后几 

乎将一生的精力放在了科举之途，可天不遂人愿，任其 

“头悬梁，锥刺股”也未得一第，但袁士瑜的经历与心态 

却影响了“三袁”兄弟。一方面，他一生“生命不息，考 

试不止”的屡败屡战的经历，影响了袁氏锲而不舍的科 

举精神；另一方面，科举失意导致其在佛学与诗酒洒脱 

中寻求心灵慰藉，也是三袁涉足心学与诗酒风流的先 

导。但重视科举功名无论如何都成为此后公安袁氏的 

家门风尚。 

袁宏道曾宣称 自己轻视科举，并出现了多次致仕 

又出仕的闹剧，其实这正是其对仕途功名无法释怀的 

表现。“三袁”中，受科举功名创伤最大的无疑是袁中 

道。中道在《心律》中自述：“追思我自婴世网以来，止 

除睡着不作梦时，或忘却功名了也。”[2]g 可见科举功名 

在其心中扎根之深，而奋战科场的屡战屡败给他带来 

巨大的心灵创痛。他在给友人的信《答秦中罗解元》中 

曾感叹：“弟已如孤雁天末，哀云唳雨。且老矣病矣，一 

生心血，半为举子业耗尽，已得痼疾，如百战老将，满身 

箭瘢刀痕，遇风雨辄益其痛。~[2]1053 

他将自己比作一位久经沙场的百战老将，“箭瘢刀 

痕”遇风雨则痛彻心肺，足见科举对诗人生命的销蚀和 

心灵的创伤。热衷功名而屡试不中使诗人产生严重的 

逆反心理，轻蔑功名富贵实是爱之太深的表现。可以 

说不少晚明诗人身上那些狂放恣肆甚至怪异的行为正 

是他们热衷科名的另一种极端显现。晚明诗人或醉心 

狂禅，或纵情酒色，正是其宣泄功名未得的内心苦闷的 

一 种途径。《珂雪斋集》中有不少作品表达了中道科场 

失意有心归隐的想法，如《龚惟用舅谢诸生归隐赠》云： 

黄鸡唱罢惨无欢，万事劳人转觉难。君 自爱 

看《高士传》，予今欲溺腐儒冠。朝耕西岭云千亩， 

夜钓南湖月一滩。身似闲鸡心似水，才离火宅便 

轻安 。 

又如《寒食郭外踏青，便憩二圣禅林》写道： 



 

禅堂诗社亦何有，古钟千岁绝龙纽。况复人 

生非金石，能保形质不衰朽。我 自未老喜逃禅，尘 

缘已灰惟余酒。一生止用曲作家，万事空然柳生 

肘。终日谈禅终 日醉，聊以酒食为佛会。出生入 

死总不闻，富贵于我如浮云o[231o 

视功名富贵如浮云，终 日谈禅饮酒，但内心却极为痛 

苦。其他如《同丘长孺登雨花台》也表达了相似的人生 

态度：“纵使千年能几何，虚名虚利空奔波。不登雨花 

台，不知行乐好。生不行乐求富贵，试看雨花台上冬来 

草。”o[Z3sa无以排遣的心里之痛，使他不断吟诵：“兴来 

得意恣游邀，飘风吹作天涯客。影落三江与五湖，游戏 

宛洛醉京都。''[。]6 醉生梦死，自暴自弃，聊以慰藉内心 

压抑的苦闷。有时他又不问事业前途，惟祈生命长久， 

《过赤壁》其二云：“半生寥落暗悲伤，百病相侵守一床。 

事业于今那敢问，只祈年寿胜周郎。’，[幻 袁宏道说：“盖 

弟既不得志于时，多感慨；又性喜豪华，不安贫窘；爱念 

光景，不受寂寞。百金到手，顷刻都尽，故尝贫；而沉湎 

嬉戏，不知撙节，故尝病；贫复不任贫，病复不任病，故 

多愁。愁极则吟，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，发之于诗，每 

每若哭若骂，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。’，[1 o]1 。宏道是深深 

理解其弟内心痛苦的。但面对晚明政局，即使取得功 

名进入仕途又能如何?入仕艰难，入仕之后不仅很难 

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，而且还不得不面对官场烦难与 

党争的纠葛，此时，自由闲适的隐居生活就成为诗人心 

中的美好向往。但当他们真正隐居林泉时，却又很难 

彻底放弃为官之理想。于是，晚明有太多的诗人矛盾 

地徘徊在仕与隐之间，袁宏道多次辞官又出仕的闹剧 

便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体现 。 

袁宏道也有大量诗歌表明自己对待为官态度，如 

他在待选时，似乎认为有人与其争夺位置，《秋夜感怀》 

即表明自己的立场：“奠以千人和，遂轻自雪歌。支离 

常调失，突兀此生过。薄俗论交尽，秋风阅世多。鹈雏 

终万仞，赫我待如何。"[ ]1∞以庄子与惠施的典故表达 

自己对官位的态度。另如他做吴县令时所写《戏题斋 

壁》云： 

一 作刀笔吏，通身埋故纸。鞭笞惨容颜，簿领 

枯心髓。奔走疲马牛，跪拜羞奴婢。复衣炎日中， 

赤面霜风里。心若捕鼠猫，身似近擅蚁。举眼尽 

无欢，垂头私 自鄙。南山一顷豆，可以没余齿。千 

钟曲与糟，百城经若史。结庐甑箪峰 ，系艇车 台 

水。至理本无非，从心即为是。岂不爱热官，思之 

烂熟 尔。ElOl116 

诗人以游戏之笔表达自己对官场生活的不屑。实际 

上，宏道为官是相当认真的，或许正是他为官太认真才 

会为官所累，也才会屡次辞官，以致他在给舅舅龚惟长 

的信中说：“甥自领吴令来，如披千重铁甲，不知县官之 

束缚人，何以如此。不离烦恼而证解脱，此乃古先生诳 

语。甥宦味真觉无十分之一，人生几日耳，而以没来由 

之苦，易吾无穷之乐哉?计欲来岁乞休，割断藕丝，作 

世间大自在人，无论知县不作，即教官亦不愿作矣。实 

境实情，尊人前何敢以套语相诳。直是烦苦无聊，觉乌 

纱可厌恶之甚，不得不从此一途耳。不知尊何以救 

我?”[1o]船。把做官视为“千重铁甲”的束缚，认为是“没由 

来之苦”，而欲“割断藕丝，作世间大自在人”。又如他 

在《荒园独步》中写道：“寒食春犹烂，东风草自芊。花 

燃无焰火，柳吐不机绵。宦博人间累，贫遭妻子怜。一 

官如病旅，直得几缗钱。’，『如]1 卜 。在宏道看来，做官不 

仅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，带来光宗耀祖的荣华富 

贵，反而使自己深陷其中，疲于奔命，左右为难，给心灵 

造成难以排遣的重负。他还在《龚惟长先生》中痛苦地 

说：“数年闲散甚，惹一场忙在后。如此人置如此地，作 

如此事，奈之何?嗟夫，电光泡影，后岁知几何时?而 

奔走尘土，无复生人半刻之乐，名虽作官，实当官 

耳。”L10] 在宏道看来，做官不仅毫无乐趣，空虚无奈， 

甚至使他身心俱损、人格受辱。在宏道的诗文中，如此 

厌恶官场的表述俯拾即是，如《与丘长孺》、《杨安福》、 

《沈博士》、《罗隐南》诸札写道： 

弟作令备极丑态，不可名状。大约遇上官则 

奴 ，候过客则妓，治钱谷则仓老人，谕百姓则保山 

婆。一日之间，百暖百寒，乍阴乍阳，人间恶趣，令 

一 身尝尽矣。苦哉，毒哉![1∞∞ 

吴令甚苦我：苦瘦，苦忙，苦膝欲穿，腰欲断， 

项欲落。嗟乎!中郎一行作令，文雅都尽，人苦令 

邪，抑令苦人耶?r1030̈ 

作吴令，无复人理，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。何 

也?钱谷 多如牛毛，人情茫如风影，过客积如蚊 

虫，官长尊如阎老。以故七尺之躯，疲于奔命，十 

围之腰，绵于弱柳，每照须眉，辄 尔自嫌，故园松 

菊，若复隔世。_1。] 。。 

人未有不佝偻其腰，足恭其面，苦其心志，饿 

其体肤、劳其筋骨，百苦备尝，而至三台八座者也。 

必百苦备尝，而后台座可望。是在官一 日，一 日活 

地狱也。人亦何为而乐地狱也哉。Elo]。 

袁宏道辞去吴令，除自己的心理和身体原因外，还与官 



场的矛盾险恶有关，直接原因是天池山之讼。他还在 

《王以明》中明确道出自己的苦乐观：“故人有苦必有 

乐，有极苦必有极乐。知苦之必有乐，故不求乐；知乐 

之生于苦，故不畏苦。故知苦乐之说者，可以常贫，可 

以常贱，可以常不死矣o~[101240袁宏道深感晚明官场争 

斗的复杂，稍有不慎便横祸飞来，认真为官或惨遭陷 

害，他痛苦地说：“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，无形影的风 

波 ，青岑可浪，碧海可尘，往往令人趋避不及，逃遁无 

地，难矣，难矣。”[10]。 。天池山之讼是场原委不清，牵扯 

甚多，历时数年的诉讼案，它促使袁宏道在心理上彻底 

厌倦了官场，转而在阳明心学中寻找心理慰藉，讲究珍 

生，提倡纵欲。其《人间世》日：“亲之不得，疏之不得， 

名之不得 ，毁之不得，尚无有福 ，何有于祸?处人间世 

之诀，微矣微矣。”[1 0j 袁宏道所说处世之诀，是指在现 

实生活中应虚与委蛇，尽量不表现自己的意见，以躲避 

祸端，虽出于现实的考虑，但实际上是功利主义的 

体现。 

综上所论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万历不理朝政造 

成的政治混乱与激烈党争，正好刺激了张居正十年专 

权压制下的疲软士风，晚明各种思潮如开闸泄洪一般 

奔涌而出。阳明心学的传播与流行一定程度上安慰了 

诗人们创伤的心灵，泰州学派的崛起，李贽思想的传 

播，催生了一批批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的狂狷者。但 

是晚明几任首辅血淋淋的结局，以及政绩卓著的张居 

正死后的悲惨境遇却始终萦绕在诗人们心头，成为诗 

人脆弱心灵中挥之不去的梦魇。一方面，传统儒士的 

政治理想依然占据着他们的心灵，使他们怀着积极的 

参政理想；另一方面，残酷腐败的现实往往使他们心灰 

意冷、无所适从。因此，以公安“三袁”为代表的晚明诗 

人生活在一个可悲的时代，心灵在出仕与致仕间犹豫 

徘徊、备受煎熬。公安“三袁”以其先进的思想、敏锐的 

心灵、绝世的才华 ，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发展变化。他 

们在“复古”与“主情”、模拟与创新的诗歌之路上焦虑 

痛苦、徘徊探索 他们用自己的诗歌思想与创作实践， 

为在“复古”主义道路上彷徨不前的明代诗歌打开了新 

的出路。他们的行为、心态和诗歌创作风格是晚明诗 

人与诗风走向的典型代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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